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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地区因其贫困人口多、 贫困发生率高、 深度贫困占比，
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 十八大以来， 在精准扶贫方

略的推动下， 无论是在整体还是在个案层面， 西部减贫脱贫

都展现出良好效果。 因自身原因， 深度贫困脱贫难、 贫困户

识别误差、 返贫现象、 贫困治理能力缺失等是精准扶贫中面

临的共性问题， 在西部表现得尤为突出。 发挥西部县域在精

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 以集中连片特困区为重点破解西部深

度贫困， 激发西部百姓内生动力， 增强西部基层治理能力成

为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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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时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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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扶贫工作的开展应 “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①”。

２０１４ 年， 国务院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出台， 进一步明确了精

准扶贫的内涵、 主要任务及目标， 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落地。 此后几年间， 精

准扶贫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铺陈开展， 成效明显：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 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从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９８９９ 万人减少至 ３０４６ 万人， 累计减少 ６８５３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１０ ２％下降至 ３ １％ ， 累计下降 ７ １ 个百分点②。 作

为反贫困理论的拓展性、 创新性实践， 精准扶贫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的

核心与主要内容。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最聚集、 深度贫困最高发的区

域， 自然聚焦了更多的学术目光。

关于西部地区精准扶贫， 学术界已进行了一定研究。 有学者从西部整体精

准扶贫的角度开展研究， 如张建军 （２０１７）③、 汪三贵等 （２０１７）④。 有学者聚

焦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重点研究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的特殊性和

有效模式， 如万国威等 （２０１６）⑤、 李忠斌 （２０１７）⑥。 有的学者关注到了西部

地区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如易地移民搬迁 （邢成举， ２０１６； 何得桂、

党国英， ２０１６）⑦⑧、 产业扶贫 （杨振强， ２０１７）⑨、 旅游扶贫 （杨霞、 刘晓鹰，

２０１３）、 金融扶贫 （邵传林等， ２０１７） 等。 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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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同时仍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站在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关口， 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精准

脱贫的攻坚期， 我们有必要系统总结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 寻找西

部地区精准扶贫的典型个案， 并分析西部地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的重点难

点以及可行的政策创新路径。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总结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历史

成就， 第三部分剖析西部两个地区典型的精准扶贫案例， 第四部分转入对西部

地区深入开展精准扶贫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的分析， 第五部分给出西部地区

未来将精准扶贫推向深入的政策取向和重点， 第六部分是总结。

二　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历史成就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多、 贫困程度深、 脱贫难度大， 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

障和能源资源接续地，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

点， 更是我国发展重要回旋余地和提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巨大潜力所在①。

自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西部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和

精准脱贫进展， 多次深入西部各地调研考察， 主持召开多次扶贫攻坚现场

会、 座谈会， 一系列思想酝酿形成、 一系列顶层设计自上而下铺陈开来。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通力

协作下， 在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决定性进展。 特别是西部地区， 扶贫减贫成效尤为突出， 取得了决定性

成就。

首先，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 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

活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 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 （年人均收入 ２３００ 元）， 西

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４３０ 万人减少到 ２２５０ 万人， 为中国

减贫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也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脱贫减贫输出了有中国

特色的全新解决方案和生动事例 （见图 １）。

３１３

① 国家发改委： 《西部大开发 “十三五” 规划明确 １０ 方面重点任务》， 《凤凰财经》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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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 《２０１７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数据整理计算。

其次，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

监测调查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 年， 西部 １２ 个省份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８１２８ 元， 人均消费支出 ７０９７ 元。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平均增长达 １０％ 以上， 远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８ ２％ 的

增速。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东部、 中部和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 《２０１７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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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西部国家扶贫重点县减贫工作成效明显。 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

调查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在西部地区的扶贫重点县中， 新疆农村贫困人

口从 １２７ 万人减少到 ６９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３０ ７％下降到 １３ ０％； 宁夏农村贫

困人口从 ４７ 万人减少到 １８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２２ ４％下降到 ８ ７％； 青海农村

贫困人口从６１ 万人减少到１８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３０ ８％下降到１０ ３％； 甘肃农

村贫困人口从 ６０２ 万人减少到 ２１７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４５ １％下降到 １６ ４％； 陕

西农村贫困人口从 ３１２ 万人减少到 １１６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２６ ２％ 下降到

１０ ５％； 云南农村贫困人口从 ７８２ 万人减少到 ３１６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３６ ２％下

降到 １５ ５％； 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 ７２２ 万人减少到 ２７９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３５ ４％下降到 １２ ６％； 四川农村贫困人口从 ３８４ 万人减少到 １１７ 万人， 贫困发生

率从２７ ９％下降到８ ５％； 重庆农村贫困人口从１１６ 万人减少到３５ 万人， 贫困发

生率从１３ ５％下降到４ ０％； 广西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５２ 万人减少到８４ 万人， 贫困

发生率从 ２８ ７％下降到 ９ ４％； 内蒙古农村贫困人口从 １５３ 万人减少到 ４６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２４ ５％下降到 ６ ６％ （见图 ３）。

图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各省份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

注： 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多， 故未汇报。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 《２０１７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数据整理计算。

最后， 西部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减贫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 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自然灾害频发， 属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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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度贫困的重灾区。 在国家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 西部地区独占 ９ 个①，

是西部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 也是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 近几年来， 随

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 西部各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 （见图 ４）。

图 ４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 《２０１７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数据整理计算。

三　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

进入新时代， 西部地区在精准扶贫中逐渐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 针对性强

且具有一定推广借鉴意义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 本文将重点分析笔者参加调研

的两个典型案例。

（一）平利“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1 平利“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的产生背景与概况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地处陕西南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核心地带。 陕南

６１３

① 包括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西藏、
四省藏区、 新疆南疆三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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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自然灾害多、 贫困程度深、 生态责任重、 发展差距大。 为从根本上解

决陕南灾害与贫困问题， 加快陕南发展， 推动陕南三市 ２８ 个县 （区） 与

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陕西省政府正式通过 《陕南地区移民

搬迁安置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 ， 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起用 １０ 年时间， 搬

迁移民 ６０ 万户、 ２４０ 万人。 平利县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试行 “梯次搬

迁” ， 一部分山区群众得以下山就川， 但受政策限制， 仍然有部分群众长

期居留山区， 生产生活很不方便。 “十二五” 末在册贫困人口 ４４８１１ 人，

占全县人口的 １ ／ ５ 还多， 致贫原因具体有三： 一是自然环境差， “两灾”

频发； 二是生态脆弱， 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重； 三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为了解决搬迁户群众的可持续生计， 破解搬迁户群众的增收难题，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 平利县采取有力措施， 按照 “政府引导、 能人引领， 以厂兴社、

厂社融合， 基地孵化、 连锁推进” 的思路， 在社区创办工厂， 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 取得了显著成效， “小工厂” 做成了

“大产业”。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平利县已经建设集中安置区 １３０ 个， 转移搬

迁群众 ４ ８ 万人。

2 平利“社区工厂”精准扶贫的做法及成效

（１） 平利 “社区工厂” 助推脱贫的做法和成效

第一， 社区工厂促增收。 平利县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作为实施避灾移民搬

迁扶贫的最终目标， 坚持一手抓搬迁安置， 一手抓产业建设。 摸索出了 “社

区 ＋ Ｘ” 的多重路径， 通过 “社区 ＋家庭手工业” “社区 ＋ 园区” “社区 ＋ 景

区” “社区 ＋农场” “社区工厂 ＋ 电商” 等模式， 促进了资源要素在社区的集

聚，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实现了 “农村变社区、 农

房变工厂、 农民变工人” 的转变， 让 “小工厂” 成为 “大产业”， 打造了社区

产业集群， 激活了社区生产力， 培育了社区经济。 “楼上居住、 楼下就业”，

在平利县的各个社区， 已经形成了厂房式、 门面式等多种灵活办厂的方式。 截

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平利县建设农村社区 ７５ 个， 创办各类 “社区工厂” ４３ 家，

其中电子元件加工厂 １８ 家， 手套、 棉鞋等加工厂 ７ 家， 其他行业 １６ 家， 吸纳

群众就近就业 ３０００ 人 （其中搬迁群众 １８００ 人、 贫困群众 ６００ 人） 以上， 年创

造产值 １ ８ 亿元以上， 先后帮助 ２５００ 余户贫困户摘掉了 “贫困帽”， 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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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均收入近 ２５００ 元①。 规划到 ２０１８ 年底， 全县 １００ 户以上的集中安置区均建

有至少一家规范化运营的社区工厂， 形成家庭手工业社区工厂产业集群， 实现

就业 ５０００ 人以上， 产值 １０ 亿元以上， 就业群众年增收超亿元的目标。

第二， 生计模式改变提高收入。 地理空间的转换促使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

转变， 由单纯依靠耕地的农业生产向第二、 第三非农产业转变， 生产经营方式

由单一式向多元化转变。 移民搬迁前， 平利县山区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 靠天吃饭。 搬迁后， 一部分劳动力进入了社区工厂， 一部分经过培训外出

打工， 仅有少部分从事农业生产， 但耕作条件也得到了大大改善， 不再肩挑背

扛， 机械化水平提高。 外出务工年均收入 ６ 万元左右， 而进入社区工厂工作的

留守妇女年均收入也能达到 ３ 万至 ４ 万元。

第三， 住有所居是最大的民生。 各安其居而乐其业， 平利县坚持 “三优

先， 抓两头”② 的原则， 将居住在深山区条件恶劣的居民搬迁到统一规划的安

置点。 平利移民安置点的选择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地质和自然灾害威

胁， 避开险滩沟壑、 陡坡山梁， 将零星分散居住在高山深谷的农户迁移到相对

平坦开阔的安全地带； 移民农户的住房由之前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差的土坯房、

石头房、 木头房等变为砖混结构房屋， 住房质量和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截

止到 ２０１６ 年， 平利县先后建成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 １３０ 个， 搬迁贫困群众 ４ ８

万人， 使搬迁群众彻底远离了地质洪涝灾害， 跳出 “受灾———重建———再受

灾” 的恶性循环， 百姓生命财产得到保障。

第四，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移民的生活便利度。 “搬得出” 是前提，

“稳得住” 才是关键。 平利县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移民搬迁的重要内容，

加大财政投入， ２０１６ 年累计整合资金 ３ 亿多元， 对每个移民搬迁安置区的道

路基础建设、 绿化地、 设施完善的社区广场和运动场、 幼儿园、 卫生室、 社区

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统筹规划建设， 让搬迁群众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

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逐步解决了移民的子女教育和老人养老问题。

８１３

①

②

汪静、 吴义亮、 吴莉莉： 《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研究———以陕西省平利县 “社区工

厂” 构建为例》， 《管理观察》 ２０１７ 第 ４ 期。
“三优先” 是指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优先、 高山深沟等生存条件恶劣区群众优先、 危房户和困

难户优先； “抓两头”， 就是指一手抓有搬迁能力、 有搬迁愿望的农户， 一手抓贫困户特困

户搬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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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平利 “社区工厂” 促进生态环境的做法和成效

第一， 迁出地自然环境得以恢复。 平利移民搬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

位置， 通过人退林进， 实现了陡坡地退耕还林、 还草， 缓解了人口过多与资源

过少的矛盾， 有效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扰动， 促进了群众搬迁地自然生态环

境的恢复， 为天然林保护、 水源地保护和生态涵养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６ 年平利

县高标准腾退农村住宅 ２０００ 多亩， 进行复垦还林， 大力推进植树造林， 完成

植树造林 ３ ５ 万亩， 退耕还林 １ ５ 万亩， 植被覆盖率提高 ４ ５％ ， 森林覆盖率

达 ７８％ 。

第二， 迁入地生态环境优良。 一方面， 平利县移民搬迁安置工程 ９０％ 是

通过集中安置的方式， 从根本上改变了搬迁群众的生存环境。 居住条件从原来

不通水、 不通电、 不通广播电视到搬迁后家家通自来水、 通电、 通广播电视，

最体现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变化的厕所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 平

利县以社区工厂创新工业组织和发展形式， 形成了一批小而精、 小而美的企

业， 基本做到了无污染、 低能耗， 在满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约束的同时， 实现

了发展制造业。

（３） 平利 “社区工厂” 促进农村文化进步的做法与成效

平利在推进易地移民搬迁工程中以社区文化建设推动社区的社会融合与社

区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型。 一是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 配齐电脑、 图书，

开办 “农家书屋”， 培养移民户爱好阅读和学习的好习惯； 二是举办 “文明社

区” “文明户” 等活动， 通过活动增强移民维护社区环境， 培育移民的社区归

属感； 三是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纽带， 在社区范围内的单位 （如镇机关、 供电

所、 学校、 幼儿园等单位）， 悬挂古代二十四孝、 现代二十四孝图， 制作 “弟

子规” “孝德” 文化墙， 倡导廉政、 传承孝德， 弘扬了文明健康、 积极向上的

乡村文化风气。

3 平利“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的时代意义

第一， 平利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是化解扶贫移民适应期困境的有

效途径。 扶贫移民适应期是指在移民自搬迁安置开始至其在安置区实现社会经

济适应的所需要的时间段。 这一时期的关键是 “稳得住”， 核心是解决移民户

的生计资源接续、 社会关系网络重构、 生计能力提升等三个相互衔接的问题。

平利 “社区工厂” 找到了移民搬迁后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通过 “新建一个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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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社区， 必须配套兴办一个社区工厂” 的举措， 同时辅以 “社区 ＋ 农业园区”

“社区 ＋乡村旅游” 等发展路径， 使搬迁群众能够灵活就业、 提升能力， 最终

实现安居乐业、 脱贫致富。

第二， 平利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是破解农村 “三留守” 问题的有

力措施。 “三留守” 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农村， 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十分头疼而

又难以破解的社会问题。 平利通过创办社区工厂， 抓住 “三留守” 中留守妇

女这个关键， 让她们在家门口就业， 做到 “挣钱和顾家” 两不误。 丈夫外出

打工 “挣大钱” 致富， 妻子在社区工厂上班 “挣工资” 养家， 既照顾了老人

和孩子， 又成就了个人发展， 农村 “三留守” 问题迎刃而解。 同时， 妇女进

入社区工厂， 也有助于形成 “人人有事干、 村村讲和谐” 的农村精神文明新

风尚。

第三， 平利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是陕南生态脆弱区发展制造业的

有益尝试。 陕南地区生态脆弱、 地质灾害多发， 安康全域都是国家主体功能区

的试点示范地区， 平利县又是国家 “南水北调” 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国家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限制开发区。 平利县以社区工厂创新工业组织和发展形式，

形成了一批小而精、 小而美的企业， 基本做到了无污染、 低能耗， 在满足强生

态环境保护约束的同时， 实现了发展制造业， 进而带动移民搬迁户 “稳得住、

能脱贫、 快致富”， 为陕南和国家其他生态脆弱区、 限制开发区发展制造业进

行了有益尝试。

第四， 平利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是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积极探

索。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我国经济发展中低成本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而形成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已基本消退。 而由移民搬迁集中安置所形成的社

区， 聚集了相当数量需要照顾家庭而留在社区的妇女和中老年人， 这部分人

是农村走不出去的剩余劳动力， 人工成本相对低廉， 为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手

工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劳动力资源。 平利的社区工厂充分利用了部分劳动力资

源， 通过生产技术培训， 让他们在社区工厂就地就业。 这样也能有效降低企

业的各项交易费用， 使企业能够无后顾之忧地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这一模式

如能在类似地区推广， 能大规模激发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 使人力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第五， 平利 “社区工厂” 精准扶贫模式是我国中西部承接东部制造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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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可行路径。 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东部地区面临产业创新和升级发展的迫

切任务， 客观要求中西部地区主动承接东部地区部分传统制造业转移， 但

是， 除重庆 ＩＴ 产业、 广西汽车制造业等少数成功个案外， 这一国家政策提出

已久， 理论界长期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并未广泛出现。 平利 “社区工厂” 的

出现是中西部， 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的有益探索和积

极尝试， 也是我国在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同时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可行

路径。

（二）云南大关易地移民搬迁 +“造血”式扶贫案例

云南省大关县自然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人均资源不足， 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发展难度大、 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少， 是集山区、 民族、 贫困为一体的

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 也是乌蒙山区发展与扶贫攻坚的 ３８ 个县之

一。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加快大关经济发展， 推动大关与全省同步建

成小康社会， 大关根据 《昭通市易地扶贫搬迁 “十三五” 实施规划》 对生存

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 根本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环

境， 并从产业支持、 教育技能培训、 社会保障等方面彻底消除致贫根源， 形成

了易地移民搬迁 ＋ “造血” 式扶贫模式， 值得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 在实践

上进行推广。

1 大关县贫困现状及贫困成因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位于乌蒙山区腹心地带， 全县面积 １７２１ 平方公里，

辖 ８ 镇 １ 乡 ８５ 个村 （社区）， 有苗、 彝、 回等 ２１ 个少数民族， 总人口 ２８ ３５

万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大关县仍有 ６ 个贫困乡镇、 ６８ 个贫困行政村， 建档立卡

贫困户 １９２７３ 户、 贫困人口 ７３０２６ 人， 贫困发生率 ９ １１％ ， 居昭通市第 ２ 位。

目前， 大关县脱贫攻坚工作进入 “攻坚拔寨” 的冲刺阶段， 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每年实现 １ 个贫困乡镇 １５ 个贫困村 １ ８ 万人脱贫出列， ２０１９ 年确保剩余 ３

个贫困乡镇、 ２３ 个贫困村、 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 全县脱贫摘帽。

表 １ 为大关县贫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贫困人口在各个年龄段分布较为均

匀， 但贫困人口呈现年轻化趋势。 表 ２ 为大关县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情

况， 初中以下贫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 说明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 教育缺

乏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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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关县贫困人口年龄分布

单位： 人， ％

年龄分组 １８ 岁以下 １８ ～ ３０ 岁 ３１ ～ ４０ 岁 ４１ ～ ５０ 岁 ５１ ～ ６０ 岁 ６０ 岁以上

人数 １９１６３ １８０７６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５８５ ７０００ ８１０２

占比 ２６ ２４ ２４ ７５ １３ ８３ １４ ４９ ９ ５９ １１ ０９

　 　 资料来源： 根据 《大关县贫困人口摸底排查报告》 整理。

表 ２　 大关县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

单位： 人， ％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其他

人数 ６３７７ ４７２２４ １３６９４ ２２８２ ８３６ ２６１３

占比 ８ ７３ ６４ ６７ １８ ７５ ３ １２ １ １４ ３ ５８

　 　 资料来源： 根据 《大关县贫困人口摸底排查报告》 整理。

造成大关县贫困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第一， 自然条件较差。 大关

县国土面积 ９９％以上为坡地， 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地区、 高二半山区。

第二， 资源贫乏。 居住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较少， 土地贫瘠， 产出率低， 人地矛

盾突出。 第三， 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无法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田水利灌

溉设施不足， 有效灌溉保证率仅 ３５％。 第四， 自然灾害频发。 滑坡、 泥石流、

洪涝等自然灾害易发、 频发， 无灾不成年， 防灾减灾任务繁重。 第五， 教育、 文

化意识淡薄。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发展观念严重滞后。 表 ３ 为大关县致

贫原因的具体调查， 缺技术、 缺劳动力、 缺资金是主要致贫原因。

表 ３　 大关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情况

单位： 户， ％

致贫原因 因病 因残 因学 因灾 缺地 缺水 缺技术
缺劳

动力
缺资金

交通

落后

自身

发展

不足

其他

贫困户

数量
２２３９ ４５６ １１９３ ２５６ １０３ ２４８６ ３２６４ ３８７４ ２９３２ １４６０ ４９３ ５１７

占比 １１ ６２ ２ ３７ ６ １９ １ ３３ ０ ５３ １２ ９ １６ ９４ ２０ １ １５ ２１ ７ ５８ ２ ５６ ２ ６８

　 　 资料来源： 根据 《大关县贫困人口摸底排查报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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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历史成就、重点难点与政策取向

2 大关县易地移民搬迁 +“造血”式扶贫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围绕 ２０１９ 年脱贫摘帽出列、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云南大关

县以脱贫攻坚统领 “十三五”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紧扣 ６ 个贫困乡镇、 ６８ 个

贫困村出列、 １９２７３ 户 ７３０２６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按照政府规划制

定扶贫的工作思路， 通过易地搬迁工程挪穷窝、 通过产业支持换穷业、 通过教

育技能培训斩穷根、 通过社会保障医疗帮扶惠民生。

第一， 移民搬迁挪穷窝。 大关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对象是生活在环境恶劣、 不

具备基本生产和发展条件、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的深山区、 石山区、 荒漠

区、 地方病多发区等地区且具备搬迁和安置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 根据迁出地的

村落分布情况， 主要采取以自然村落为单元整体迁出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部分迁

出两种方式。 对于零散分布的自然村落和零散住户， 一次性全部迁出； 对于规模

较大且必须全部迁出的自然村落， 根据安置地情况统一规划， 分批迁出。 运用

“干部上山、 群众下山” 工作法， 按照 “六搬五近”① 的易地扶贫搬迁原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完成 ９ 个乡 （镇） ４７ 个行政村 ４７ 个易地扶贫安居工程项目， 安置

搬迁农户 ３４１２ 户 １３８９８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２５７８ 户 １０６２０ 人）。

安置住房建设根据安置区实际， 采取 “统规自建、 统规联建、 统规统建”

三种方式。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照人均 ２ 万元的标准补助， 签订旧房拆除协议

并按期拆除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奖励 ０ ６ 万元， 同步搬迁户户均补助不低

于 １ ５ 万元。 有贷款意愿的， 可按 ６ 万元 ／户的限额通过县级扶贫公司申请农

发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 全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总投资 ７９１５３ ３ 万元。 计

划新建安居房 ３４１２ 套 ２９０５２０ 平方米 （其中建档立卡户 ２５７８ 套 ２６５５００ 平方

米）； 项目投资 ３３８６７ 万元 （其中建档立卡户投资 ２７６１２ 万元）； 安置区配套设

施建设投资 ４０３７６ ９５ 万元 （其中配套基础设施投资 ３０３７５ ７１ 万元， 公共服务

设施投资 ８２５５ 万元， 土地整治投资 １７４６ ２４ 万元）； 迁出区生态修复投资

４００ ２４ 万元； 其他项目投资 ４５０９ １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１９７２１ ８１ 万元， 已经竣工 １１０６ 户。 分散安居房竣工 ３７７ 户 （建档立卡 ２８０

户）， 入住 ５５ 户 １９４ 人。 集中安置竣工 ７２９ 户 （建档立卡 ５２９ 户）， 入住 ２４ 户

３２３

① “六搬” 指高搬矮、 远搬近、 寒搬暖、 散搬聚、 危搬安、 差搬好； “五近” 指近村委会、 近学

校、 近卫生室、 近乡村公路干线、 近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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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人。 建设道路 １９ ４９ 公里、 饮水管道 ５ ３ 公里。

第二， 产业扶持换穷业。 大关县产业扶贫以打造高原特色农业品牌为主攻

方向， 以 “企业 ＋合作社 ＋基地 ＋ 农户” 为主要模式， 重点发展茶、 竹、 药、

菜、 畜五个优势产业。 取得了不错效果， 贫困户和移民搬迁户增收明显。

第三， 实施岗位安置、 技能扶贫工程增收入。 大关县采取各种办法提高贫

困户的非农就业能力， 千方百计提高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 一是就地安置一

批， 为 ２ ２２ 万名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账， 制定 《大关县技能扶贫和农村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专项行动四年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９ 年）》， 县内党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 临时用工、 护林员等岗位时优先招录建档立卡贫困户

劳动力， ２０１６ 年共招聘 １０２ 人。 二是技能培训输出一批， 技能培训对移民外

出务工就业结构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培训以后， 一些移民可以从事

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 如钢筋工、 电焊工、 种植养殖、 汽车修理、 芦笙制作

等。 ２０１６ 年， 大关实施技能培训 ９９９０ 人， 对 ２０１６ 年出列的 １５ 个贫困村， 培

训贫困劳动力 １ 万多， 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 ５０００ 人以上， 其中各类技能扶贫

培训 ８０３６ 人， 抓住广东中山市对口帮扶协作机会， 加大与广州、 江苏、 浙江

等用工密集地区企业联系， 组织开展 “订单式” 培训和 “定向式” 输出。

此外， 大关县在提高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 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 取得了良好

效果。

四　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重点难点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来， 西部在精

准扶贫、 精准脱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随着一般性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要求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不断细化深化， 对于西部， 更

是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

首先， 西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难度巨大。 从 ２０１３ 年底算起， 国家实

施精准扶贫战略已有 ４ 年多时间， 西部地区大量一般性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现在剩下的基本是居住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 这部分人口未来脱贫难度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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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大， 新常态下，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使得西部财政专项资金的增长空间有

限①； 而且， 经过多个阶段的侧重不同的扶贫开发， 西部剩余贫困人口居住高

度分散和高度集中在连片特困区， 呈现两种极端。 根据 ２３００ 元 ／年的农村贫困

标准， ２０１６ 年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扶贫对象总数仍有 ２１８２ 万人， 其中

大部分分布在国家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地处西部的 ９ 个特困区。 这些地区

的共有特点是经济基础差，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育滞后， 生态环境脆弱， 自

然灾害频发， 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 自然地理、 经济社会、 民族宗教、 国防

安全等问题交织叠加， 加大了脱贫攻坚的复杂性和难度， 成为未来西部扶贫中

难啃的硬骨头。

其次， 西部仍然存在识别不精准的问题。 我们在陕西、 贵州、 云南等省份

调研过程中发现， 部分地区仍存在识别不精准、 变迁不精准的问题， 或是没有

将贫困户纳入脱贫攻坚计划， 没有将需要搬迁的群众纳入易地移民搬迁计划；

或是虚报增报贫困人口和易地移民搬迁规模， 强制不需要搬迁的农民居民进行

搬迁。 最新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我们的调研结论， 殷浩栋等 （２０１７） 对中西

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进行了精确识别测度与研究， 结果发现搬

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 其中陕西、 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

别漏进比率最高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客观来自西部地域广袤、 贫困户居住

相对分散、 基层干部人力不足， 主观则是地方的某些自利性动机。 对此， 习近

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主持召开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强调， “建档

立卡要继续完善， 精准施策要深入推进”③。 所以， 西部未来精准扶贫工作面临

的又一挑战便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精准率， 如何真正做到 “真扶贫、 扶真贫”。

再次， 返贫问题在西部尤为突出。 西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经济体量

小、 产业规模小，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不足， 贫困人口的自我积累缓

慢、 生计资本改善困难， “等靠要” 思想严重， 难以生成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能

５２３

①

②

③

李晓辉、 徐晓新、 张秀兰等： 《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 ２ ０ 版———以社会扶贫机

制创新为例》， 载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殷浩栋、 王瑜、 汪三贵：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 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习近平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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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最终陷入 “陷贫—扶贫—脱贫—返贫” 的恶性循环。 对于西部来说， 扶

贫脱贫不能只是农村贫困人口尽一时之力、 享一时之功， 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

需要阻断返贫的路径， 构建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

最后， 基层贫困治理能力缺失的问题在西部尤为严重。 汪三贵、 殷浩栋、

王瑜 （２０１７ 年） 列举了我国的扶贫工作机制在扶贫模式、 返贫预防、 绩效考

核和资金管理等四方面的不足①。 其原因在于任何工作机制都需要人来落实和

执行， 而落实和执行的扶贫政策的党委政府， 特别是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人员配

置、 人员素质等都难以达到现在高强度和高要求的精准扶贫工作的需要。 基层干

部能力和任务要求的不匹配在西部表现得更为严重。 “乡镇人才流失与人员不足

是常态。 贫困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空壳， 几乎没有村干部可支配的资源”②。

所以， 在考虑脱贫人口的可持续生计的同时， 西部还需着力解决扶贫干部的能

力提升、 动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五　新时代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政策取向和重点

未来西部精准扶贫重点难点的破解， 有赖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对策的持

续性创新。 在政策、 对策研究方面， 精准扶贫模式、 政策运行机制和政策实施

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是依靠现实精准扶贫工作的扶贫经验， 基于不同的理论

视角试图探索适于指导精准扶贫实施的现实工具。 学者们结合现实发展状况，

提出或总结了 “互联网 ＋ ” 扶贫模式 （张玉强、 李祥， ２０１６）③、 “ＰＰＰ 模式”

（廉超， ２０１７）④、 ＧＴＰ 和 ＧＳＰ 路径 （李志平， ２０１７）⑤、 旅游扶贫 （邓维杰，

６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汪三贵、 殷浩栋、 王瑜： 《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 挑战与政策展望》，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唐丽霞、 罗江月、 李小云： 《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 载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张玉强、 李祥：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模式》， 《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廉超： 《ＰＰＰ 模式助推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李志平： 《 “送猪崽” 与 “折现金”： 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财
经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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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①； 杨祎等， ２０１６） 等多种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如何结合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已成为当下扶贫开发亟待研

究的重要课题。 陆益龙 （２０１６）② 提出了 “三个综合” ———建立精准扶贫的综

合性机制需要将政府、 市场、 社会、 社区的扶贫力量综合起来， 将经济、 政

治、 社会与文化的扶贫措施综合起来， 将扶贫与发展综合起来。 黄承伟

（２０１７）③ 从国家治理的宏观角度指出， 深化精准扶贫需要把握和处理好脱贫

攻坚目标的 “当前” 与 “长远”， 顶层设计的 “理论” 与 “实践”， 扶贫脱贫

的 “主体” 与 “客体”， 政府、 市场与社会间的 “协同” 与 “动员” 等六个

方面的辩证关系。 李棉管 （２０１７）④ 则提出中国 “精准扶贫” 更需要在政治过

程考察和文化因素分析这两方面建构起本土性解释框架和运行机制。 随着精准

扶贫实践不断走向深入， 很多研究者就精准扶贫政策的创新提出了更为细致的

对策， 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精准扶贫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展开的。 有的学者关注到

了精准识别的创新， 如杨园园等 （ ２０１６ ）⑤、 张全红等 （ ２０１７ ）⑥、 杨瑚

（２０１７）⑦。 有学者重点研究精准帮扶的创新， 如左停等 （２０１５）⑧、 汪三贵、

郭子豪 （２０１５）⑨、 何仁伟等 （２０１７）、 莫光辉 （２０１７）、 张李娟 （２０１７）、

７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邓维杰： 《精准扶贫的难点、 对策与路径选择》，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陆益龙： 《构建精准、 综合与可持续的农村扶贫新战略》， 《行政管理改革》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黄承伟： 《深化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

述》，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李棉管： 《技术难题、 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 “瞄准偏差” 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

“精准扶贫” 的启示》，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杨园园、 刘彦随、 张紫雯： 《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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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志敏、 岑家峰 （２０１７）①、 高飞、 向德平 （２０１７）②。 还有学者关注到了扶贫

后的精准管理创新问题， 汪三贵、 刘末 （２０１６）③、 杨园园等 （２０１６）④ 郑瑞

强、 王英 （２０１６）⑤， 以及脱贫后的精准考核创新， 邓维杰 （２０１４）⑥、 陈爱

雪、 刘艳 （２０１７）⑦。

借鉴以上学者分析， 并结合前文分析西部地区未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重

点难点， 以下四方面构成了西部地区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

重点。

第一， 以壮大西部县域经济为抓手， 发挥县域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

县域是我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开展的主战场， 县域经济发展的程度直接

决定了脱贫攻坚的成败， 直接决定了贫困人口能否真正获得生计资本的提升，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滞后。 所

以， 一要重点发展县域产业， 为贫困人口提供和配套充足的、 他们能力可以达

到的产业， 如陕西平利县逐渐发展形成的 “社区工厂” 模式， 解决了易地移

民搬迁后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 贵州大方县在恒大集团的支持下， 在大

方县县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在农村引入了大棚蔬菜、 养牛等产业。 二要做大

县城规模， 聚集人口， 增强县城的带动聚集效应。 否则， 即使短期依靠转移支

付和政策兜底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 也难以使这部分百姓获得持续发展资本

和自行能力。

第二，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 解决西部深度贫困问题。 深度贫困属

于多维贫困的长期沉淀， 脱贫难度巨大。 在我国， 深度性贫困发生地区集中分

８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覃志敏、 岑家峰： 《精准扶贫视域下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逻辑———以桂南 ｓ 村的驻村帮扶实

践为例》，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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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西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面临现代性伦理缺失、 经济性贫困陷阱、

公共物品供给失衡、 现代市场机制下的扶贫效益漏出等深层次问题①。 面对这

种情况， 需要对西部深度贫困进行综合治理。 首先， 要治理 “志穷”， 鉴于贫

困文化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那么贫困文化的消解就难以单纯依靠教育宣传来实

现。 关键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关注农村儿童的身体发展权、 教

育机会均等权， 从基础做起。 否则即使到了 ２０２０ 年绝对贫困被消灭之后， 西

部的相对贫困问题又将成为新的难题。 其次， 要治理的是空间贫困问题。 西部

深度贫困区很多是不适宜人居也不适宜发展生产的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的地区，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空间维度都处

在贫困状态。 对这部分贫困群体， 要进一步加大易地移民搬迁的力度， 做好他

们的产业配套、 生活配套和社会配套 （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 最后， 注

意深度贫困治理中的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 西部 ９ 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区大

都存在着一定的民族、 边疆问题。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发展、

少数民族群众尽快致富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边疆问题的核心是边疆地区

在安全基础上的发展， 而安全本身又依赖于发展的长久维持。 这样看， 破解深

度贫困就成了西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拱卫边疆安全的有效途径。 所以，

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深度贫困治理一定要考虑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

的特殊诉求， 通盘考虑脱贫、 经济发展、 民族融合、 国家安全、 宗教文化等问

题。

第三， 整合多重扶贫资源， 特别注重激发西部百姓的内生动力。 扶贫从来

都不只是政府的事情， 也不仅仅与贫困户有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下， 一方面， 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强化党委政府对精准扶贫和精准

脱贫工作的统一领导、 部署安排和组织， 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关注、 支持、 参与

扶贫工作， 如通过 “万企帮万村” 的形式，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工

作中。 另一方面， 要积极运用市场的手段和方式， 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此

外， 要特别注重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扶贫同

扶志、 扶智相结合， 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

９２３

① 李小云： 《把深度性贫困的治理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 光明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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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改变命运。 改进帮扶方式， 提倡多劳多得， 营造勤劳致富、 光荣脱贫氛

围”①。

第四， 增强西部基层治理能力， 理顺组织和政策执行两大关系。 前文已经

分析， 西部地区县、 乡、 村的组织配置和干部素质都难以很好匹配当前高强

度、 高标准、 高要求的精准扶贫工作。 这就需要西部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基层扶

贫干部的水平， 如通过轮训、 与先进地区干部互换挂职等方式； 采取多种方式

提高西部基层扶贫干部的积极性， 如发放特别补助、 高套行政级别等； 采取多

种方式充实基层扶贫干部队伍、 增强队伍力量。 同时， 特别要注意贫困户的参

与和诉求， 理顺扶贫治理组织、 政策执行中的关系。 现在我们开展的精准扶贫

和精准脱贫实践是一种混合了行政性和政治性、 常规性与运动型的模式， 这种

模式有利于发挥党的集中领导的优势， 而且有助于完成紧急性、 攻坚性任务，

但是也可能导致 “作为末端的建档立卡户和村民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

在混合型的自上而下治理之中而得不到有效体现， 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政策的实施效果”②。 所以， 关键在于构建能激发贫困户参与和投身脱贫的

积极性的机制， “让贫困户自下而上的表达和呼声与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

形成长期的、 常规的互动、 回应运行关系”③。

六　结语

精准扶贫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上升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总方略， 从

中央顶层设计落实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百姓， 时间已 ４ 年有余， 成绩斐

然。 当前， 精准扶贫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 未来扶贫减贫难度大大提高。

对西部尤其如此， 西部剩余贫困人口居住分散、 深度贫困严重， 扶贫难度大、

成本高， 同时还肩负数量巨大的生态避灾搬迁、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更提高了

西部脱贫减贫的难度系数、 加大了西部脱贫攻坚的工作量。 基于当前现实， 必

须抓住重点、 创新扶贫模式： 在五级党委行政体系中， 要特别注重发挥县域作

０３３

①

②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王春光： 《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王春光： 《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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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作用； 在地理空间体系中， 要以 ９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作为

重中之重， 集中破解深度贫困问题； 在精准扶贫参与主体中， 要特别注重激发

贫困群体内生动力， 理顺 “政府—社会—贫困户” 三方关系； 在扶贫治理体

系中， 要特别注重贫困治理目标和贫困户脱贫诉求的耦合， 做到扶真贫、 真扶

贫， “打好” 而非简单 “打赢” 之精准脱贫攻坚战①。

１３３

① 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成都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 “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 而在以前的表述中， 是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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